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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分配公平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孙敬水  林晓炜 

【内容提要】深入研究城镇居民对现阶段分配公平满意程度的认知、判断与评价，对于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调

控政策、促进分配公平，提高居民满意程度，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以浙江城镇居民为例，

对现阶段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构建Ordered Probit 模型，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主要影响

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相对较高；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人

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保障、制度因素、家庭在职工作的人数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起点公

平、社会保障、人力资本、制度因素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正向影响程度较大，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家庭在职工作的

人数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正向影响程度次之， 而物质资本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正向影响程度较小。这一研究结果提供

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分配公平满意度；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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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居民收入显著增加，社会总体处于和谐有序的运行状态。然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分配不公平、贫富分化、城乡差距拉大等经济社会问题渐趋严重（Gustafsson等，2008；Whyte，2010）。居民对分配公平状况

的满意程度对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居民对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感将产生社会不满情绪，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从而产

生大量的社会问题（Wilkinson 和 Pickett，2009）， 居民对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感还容易促使他们产生阶层对立意识（翁定军，

2010）。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对中国经济转型形成挑战。因此，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初次分配，

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 研究城镇居民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公平状态， 尤其是对当

前初次收入分配公平和再分配公平的满意程度， 对于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调控政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提高城镇居民满意程

度， 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在不同的文献中， 对于分配公平满意度概念的使用并不一致， 如有的研究使用“分配态度”、“分配公平感”、“收入

满意度（或收入满足度）”等概念，在本研究中，这些都作为与分配公平满意度类似的概念。 

（一）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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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界对于分配公平满意度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Jasso 和Wegener（1997）认为，分配公平

感是为人们对社会重要资源分配公平程度的主观判断、评价和态度。Soltan（1982）认为，分配公平感是居民对社会有价资源

的分配方式或分配结果在道德上所能接受的程度。有的学者认为，机会和结果是公众判断社会资源分配是否公平的基本维度

（Kluegel 和Mateju，1995）， 分配公平感也是人们对自己及整个社会收入分配过程和结果是否公平的态度和判断（王甫勤，

2010）。而有的学者认为，与结果公平相比， 居民对自己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的感知在现实中也同样重要， 甚至更为重要（Whyte，

2010；Wang Feng，2010；Wu，2009）。 

分配公平满意度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不仅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还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不仅受客观因素（如个人与家庭基

本特征等）的影响，还受主观因素（如对腐败程度的感知等） 的影响（Knight 等，2009； Han 和Whyte，2009）。 

1． 社会经济地位与分配公平满意度。社会经济地位（如绝对收入）被认为是影响分配公平感的主要因素，个人的社会经

济地位越高，越认为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是公平的；相反，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 越认为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是不公平的

（Shepelak 和Alwin，1986；Robinson 和Bell，1978）。绝对收入的增长，能够满足个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增加满意度。

Schyns（2001）和Tremblay等（2013）研究发现绝对收入水平对收入满意度产生绝对的影响：收入越高，满足的程度越高。而

Protot 和Rustichini （2015）研究表明边际收入满意度会随收入的增加而不断缩小。Ng 和Allen（2005）认为，个人的分配

公平感是由其在分配过程中的实际获益程度决定的。个人从当前的分配中获益越多， 越认为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是公平的，反

之相反。Bishop 等（2014）通过对中国居民收入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分配公平满意度与个人的实际收入、对前景的预期高

度相关。Schneider和Shamon（2015）研究发现：人们对于收入分配的公平感会随着他所处的收入等级不同而变化，处于不同的

收入层次时， 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也将相应变动。国内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傅红春和罗文英（2004）研究发现，居民收

入满意度与收入呈正相关，居民较低的收入水平，降低总体收入满意度。郑方辉和隆晓兰（2008）研究表明，在一般情况下，

收入满意度会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但是边际满意度在不断减小。史振华（2015）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个人绝对收入的提高， 能

提升收入满意度； 城镇居民的收入满意度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满意度。 

2． 局部比较理论与分配公平满意度。局部比较理论认为， 个人的收入满意度受到相对收入的影响。相对收入包括相对于

别人的收入（横向相对收入）、相对于自己过去的收入（纵向相对收入）、相对于自己贡献的收入等。相对收入越高，分配公

平满意度越高。有的学者认为，影响个人分配公平感的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而且基于个人生活环境所进行

的局部比较（Kreidl，2000；Wang Feng，2008）。局部的信息既可能源于人们对过去生活的体验与感受（Wegener，1991），

也可能源于人们对周围人状况的感知与评价（Festinger，1954；Frank，1985；Taylor 和Lobel，1989）。如果与过去收入相

比，或与周围人的收入相比，认为自己收入状况改善了， 那么会更认同当前的收入分配状态。很多研究表明，收入分配满意度

与个人相对收入呈正相关。相对收入地位较高的群体，其收入满意度也较高（Clark 等，2008；Schyns，2002；D，Ambrosio和

Frick，2007）。Becchetti 和Pelloni（2013）研究结果表明，与他人相比收入较低时，预期自己未来将获得较高收入， 则收

入满意度会提高。Kifle（2013）研究发现，相对收入的效应是不对称的，即收入低于参照目标所感到的不满意度要高于收入高

于参照目标所增加的满意度。Dumludag（201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相对收入对收入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在转型国家比较明显， 

而在发达国家却不明显。 

3. 公正启发理论与分配公平满意度。公正启发理论（Lind，2001）强调了公正判断的重要性并探索了公正判断的形成过程， 

认为如果觉得程序是公正的，由于产生了一般的公正判断，就会认为结果也是公正。该理论被应用于收入满意度研究，并认为

过程公平会对人们对结果公平的判断产生重要影响。在该理论的基础上，Wang 等（2014）通过实证研究区分了结果公平与过程

公平在判断收入水平满意度过程中的影响， 发现过程公平对收入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但此影响要小于结果公平对收入满意度

的影响， 并且过程公平是通过对结果公平的影响来间接影响收入满意度的。Eisenkopf 等（2013）从机会层面研究了收入分配

的不公平感， 研究发现当人们在一些重要资源面前机会不均等时， 很容易唤起他们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公平感。文雯（2015）

从机会层面、规则层面、结果层面、其他因素等方面，实证研究了影响个体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几大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居民

对机会不公平、规则不公平和结果不公平的认知是影响分配不公平感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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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人与家庭基本特征与分配公平满意度。居民个人性别、民族、年龄、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人数等个人与家庭基

本特征会影响分配公平满意度。Keaveny 和Inderrieden（2000）认为，个人的性别会影响收入满意度。因为男女需要的收入不

同，相同收入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不同。女性的满意度较高， 而男性的满意度较低。国内学者也认为，性别会影响劳动者的收

入满意度，年轻女性的收入满意度高于男性的（罗文英，2008）。Ferrer-i-Carbonell 和Van Praag（2003）认为影响收入满

意度的因素有收入、家庭结构、家庭规模等，并且收入满意度与收入呈正相关，与家庭规模呈负相关。Deaton（2010）研究发

现个人年龄影响满意度。个人在年轻时，满意度相对较高，而在年龄更大时，感受到的满意度下降， 即个人年龄与满意度呈现

倒“U”形关系。居民受教育程度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相对复杂，有的学者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 对收入分配的公

平感就越强（Hayo 和Seifertc，2003；李颖晖，2015）；而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收入分配感知的不公平感

就会越强（倪青山等，2015）。 

5． 社会保障、社会流动、社会资本等其他因素与分配公平满意度。除了以上几个主要因素外，中外学者还从社会保障、

社会流动、社会资本等方面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有益探讨。李春玲和魏中龙（2012）研究发现，农村的社会保障制

度、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收入满意度的贡献率排在第二位（位于收入之后）。栗治强和王毅杰（2014）研究结果

表明，社会保障对居民的公平感有显著正向作用。Christian 等（2009）以及Grosfeld 和Senik（2010）研究发现社会流动程

度的不同会影响到收入不公平与人们的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当人们所感知到的社会流动比较高时，收入不公平与人们的满意度

是正相关的， 而当人们感知到的社会流动比较低时， 收入不公平与人们的满意度却是负相关的。史振华和李树（2014）探讨

了社会资本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外地户籍居民与城市本地户籍居民有显著性差异。Shahpari 和Davoudi（2014）

探讨了一国物质资本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物质资本能够提升分配公平满意度。 

（二）对现有相关研究的评述与本文的主要贡献 

以上相关研究为进一步探讨居民分配公平满意度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第一，理

论界对分配公平满意度内涵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 往往局限于结果公平，而且分歧比较大，很少考虑起点公平（或机会公平）、

过程公平（或规则公平）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在我国，由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等方

面差异较大，因此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 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内涵及其影响程度。第二，现有相关研究多数从

社会经济地位、局部比较理论、公正启发理论、个人与家庭基本特征等方面对分配公平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单独讨论某

一特定因素较多，而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如工作经验、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物质资本、社会保障等视角探讨

分配公平满意度影响因素较少。第三，现有相关研究还缺少对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满意程度的问卷调查。 

本文与现有相关研究相比， 其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第一，本文对起点公平（基础教育公平满意程度、就业公平满意程度、

公共卫生公平满意程度、公共基础设施公平满意程度、公共资源公平满意程度）、过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满意程度，取缔非

法非正常收入满意程度， 公职人员廉洁满意程度，政府政务公开、公共信息透明度满意程度）、结果公平（个人收入水平、收

入与个人贡献相比满意程度、收入与过去三年相比满意程度、收入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满意程度） 等相关问题进行问卷

调查，从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 等方面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得出

了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结论，这在现有相关研究中是没有涉及的。第二，利用最新问卷调查数据，构建计量模型，除了考虑起

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外，本文还从人力资本（如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受教育年限、职称）、物质资本（如住房面积）、

个人与家庭基本特征（如性别、年龄、民族、家庭人口和劳动力）、社会保障（社会保险满意程度，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

会福利满意程度， 帮扶弱势群体状况满意程度）、制度因素（如工作单位）等方面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Ordered 

Probit 模型分析，这在现有相关研究中也是很少见的。 

三、研究方法与调查样本 

（一）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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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文使用的变量———居民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基本判断（用变量 DJ 表示，取值 1、2、3、4、5）， 属于有序离散

选择变量， 因此可以构建 Ordered Probit 模型，对分配公平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文构建如下 Ordered Probit 模

型（李雪松，2008）： 

 

其中，x 为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列向量（x＇为 x 的转置行向量），B 为参数列向量，假设为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

ε～N（0，1），其分布函数为 F。DJ* 为分配公平满意度 DJ 的潜在变量，DJ 与 DJ * 存在如下关系 

 

其中，c1，c2，c3，c4为4 个未知的临界值分界点，满足c1＜c2＜c3＜c4，待估参数为｛c1，c2，c3，c4，B｝。 

上述模型即为Ordered Probit 模型， DJ=j（ j =1，2，3，4，5）的概率为 

 

定义 c0=-∞，c5=+∞ 则上式可以统一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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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有序选择模型参数估计一般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而且几个临界值也是未知的，与回归系数一起在极大似然估计中

估计得出。多元有序选择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为 

 

其中N 为样本容量，zij定义为：当DJ=j 时，则zij=1，否则zij=0。 

令对数似然函数的全部一阶导数都等于0，即 

 

利用迭代法可以得到式（6）、式（7）中参数B 和cj的估计值。 

（二）调查样本 

由于分配公平满意度涉及较多主观指标，而这些主观指标数据无法从统计年鉴上获得， 因此只能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得个体

微观数据。问卷设计包括两部分： 一是被调查者的个人与家庭基本信息。二是从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等方面， 对

被调查者对当前分配公平满意度相关问题的主观判断与评价方面的调查。本次问卷的调查对象为城镇家庭户主、农村家庭户主，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调查范围涉及浙江省内11 个地区。2015年上半年，课题组共发放问卷1000 份，回收问卷823 份，去掉信

息不全或数据异常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480 份。在调查分配公平满意度时，国内外很多学者使用的方法， 是让被调查者

在一个数字序列（如1-5）或描述序列（如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直接选择一个数字，来表示自己满意度的高低（Kapteyn 等，

2013）。本文亦采用类似的方法来测量居民分配公平满意度。由于本项目研究对象涉及主观判断与评价问题， 因此在设计个人

分配公平满意度的答案时采用了李克特量表法（Likert scale），用0-5 的数字来表示满意程度，其中5 表示非常满意，4 表

示比较满意，3 表示一般满意，2 表示不太满意，1 表示非常不满意，被调查者能够很方便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四、分配公平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6 

分配公平满意度是社会成员对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心理认知、主观判断与评价。本文基于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的问卷调查，构建多元有序选择模型， 对分配公平满意度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分析其影响程度。 

（一）变量与模型 

根据分配公平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分配公平满意度 DJ，解释变量及符号如下（见表 3）。（1）

户主个人及家庭基本特征：设置 5 个变量，即性别 male、民族 han、年龄 age、家庭人口数 pop、家庭在职工作的人数 work。

（2）人力资本：设置 7 个变量，即健康状况 heal、工作经验 expe、受教育年限 edu、职称 titj（j=1，1，3，符号含义见表 1）。

（3）物质资本：设置 1 个变量，即住房面积 hous。（4）制度因素：设置 5 个变量，即工作单位 unitj（j=1，1，3，4，5，符

号含义见表 1）。（5）起点公平：设置 4 个变量，即基础教育公平满意程度 satis1、公共医疗卫生公平满意程度 satis2、公共

基础设施公平满意程度 satis3和就业公平满意程度 satis4。（6）过程公平：设置 4 个变量，即市场竞争环境满意程度 satis5、

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满意程度 satis6、公职人员廉洁满意程度 satis7、政府政务公开和公共信息透明度满意程度 satis8。（7）

结果公平（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设置 4 个变量，即户主个人可支配收入 y、收入与个人贡献相比满意程度 satis9、收入与

过去三年相比满意程度 satis10、收入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满意程度 satis11。其中，第一个变量涉及绝对收入，后三个变

量涉及相对收入（用于公平比较、纵向比较、横向比较）。（8）社会保障：设置 3 个变量，即社会保险满意程度（主要指养老

保险和医疗保险）satis12，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满意程度 satis13，帮扶弱势群体状况满意程度 satis14。因此 x＇B 有

如下形式 

 

其中，β0为常数项、βi是回归系数， 模型中各变量含义如表1 所示。 

（二）对现阶段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基本判断 

对于现阶段居民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基本判断，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目前分配公平满意度均值为 3.02（见

表 1）。从被调查者选择分配公平不同等级的满意度所占比例看， 居民选择非常满意的占全部样本的 2.93%， 选择比较满意的

占 16.74%，选择一般满意的占 52.09%，选择不太满意的占 23.22%； 选择非常不满意的占 5.02%。将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

般满意列为满意，不太满意与非常不满意列为不满意，得到全部样本的满意度为 71.76%，不满意度为 28.24%。可见，居民选择

分配公平满意度所占比例较高。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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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配公平的三个阶段看， 居民对过程公平的满意程度相对较低， 对结果公平的满意程度相对较高，居民对起点公平的

满意程度居中，但总体相差不大。在起点公平的四个指标中，居民满意程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基础教育公平满意度、公共基

础设施公平满意度、公共医疗卫生公平满意度、就业公平满意度；在过程公平的四个指标中，居民满意程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

是市场竞争环境满意度、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满意度、政府政务公开和公共信息透明度满意度、公职人员廉洁满意度；在结果

公平的三个指标中，居民满意程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收入与过去三年相比满意程度、收入与个人贡献相比满意程度、收入与

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满意度（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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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Ordered Probit 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上面的研究方法， 利用计量软件EViews6.0对Ordered Probit 模型估计后，得到表2、表3 回归结果。在表2、表3 中，

LR statistic 统计量较大， 对应的显著性水平较高， 分配公平满意度Ordered Probit 模型显著成立。表2、表3 中模型1至

模型8 依次主要反映了个人与家庭基本特征、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制度因素、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绝对收入与

相对收入）、社会保障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 

1． 个人与家庭基本特征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表2 中模型1 回归结果显示，性别male 对应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说明

男性对分配公平满意度低于女性）且不显著。民族han 对应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汉族居民对分配公平满意度高于少数民族居

民）且不显著。年龄age 一次项为正值不显著，二次项age2 为负值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户主年龄与分配公平满意度呈现倒

“U 型”关系。家庭人口pop 对应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家庭人口越多，分配公平满意度越低）但不显著。家庭在职工作的人

数work 对应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家庭在职工作的人数越多，选择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概率越高。 

2． 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表2 中模型2 回归结果显示， 健康状况heal、工作经验expe、受教育

年限edu、职称tit 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个人健康状况越好、工作经验越丰富、受教

育年限越长、职称越高，选择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概率越高。其中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受教育年限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

响程度大于职称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程度， 高级职称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大于初级、中级职称。表2 中模型

3 回归结果显示， 住房面积hous在5%的统计水平上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家庭住房面积越多，选择分配公

平满意度的概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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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度因素（工作单位）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表2 中模型4 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其他工作单位，中央国有企业

unit4、港澳台及外商企业unit1 在10%的统计水平上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相对于工作单位以外的其他变量，

两者对分配公平满意度影响程度较大；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unit5、地方国有企业unit3、民营企业或个体经营unit2 对分配公

平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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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起点公平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表3中模型5 回归结果显示， 基础教育公平满意程度satis1、公共医疗卫生公平

满意程度satis2、公共基础设施公平满意程度satis3和就业公平满意程度satis4在1%-10%的统计水平上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公共医疗卫生公平满意程度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小，其他三个变量正向影响程度较大。 

5． 过程公平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表3中模型6 回归结果显示， 市场竞争环境满意程度satis5、取缔非法非正常收

入满意程度satis6、公职人员廉洁满意程度satis7、政府政务公开和公共信息透明度满意程度satis8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分

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市场竞争环境满意程度、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满意程度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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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大， 而公职人员廉洁满意程度、政府政务公开和公共信息透明度满意程度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小。 

6． 结果公平（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表2 中模型1 回归结果显示，户主个人可支配收入y 在

5%的统计水平上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对应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说明户主个人收入越高， 选择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概率

越高。表3 中模型7 回归结果显示，收入与个人贡献相比满意程度satis9、收入与过去三年相比满意程度satis10、收入与本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满意程度satis11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者正向影响程度相差不大。

说明收入与个人贡献相比、收入与过去三年相比、收入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其满意程度越高，选择分配公平满意度的

概率越高。 

7． 社会保障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表3中模型8 回归结果显示， 社会保险满意程度satis12，社会救助、社会优抚、

社会福利满意程度satis13，帮扶弱势群体状况满意程度satis14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

明社会保障程度越高，居民对分配公平满意度也越高。 

五、结论、启示与展望 

本文基于城镇居民家庭问卷调查数据， 分析了城镇居民对现阶段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 构建了Ordered Probit 模型，对

分配公平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结论一： 现阶段城镇居民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较高。从分配公平的三个阶段看，居民对结果公平的满意程度相对较高， 

对起点公平的满意程度居中，对过程公平的满意程度相对较低，但三者总体相差不大。在起点公平指标中，居民对基础教育公

平满意程度较高， 对就业公平满意程度相对较低；在过程公平指标中，居民对市场竞争环境满意程度较高，对公职人员廉洁满

意程度相对较低；在结果公平指标中， 居民对收入与过去三年相比满意程度较高， 对收入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满意程

度相对较低。 

结论二： 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 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起点公平（基础教育公平、公共医疗卫生公平、公共基础设施公平、就业公平）、过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取缔非法非正常

收入、公职人员廉洁、政府政务公开和公共信息透明度）、结果公平（户主个人收入水平、收入与个人贡献相比、收入与过去

三年相比、收入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满意程度越高，居民选择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概率越高。其中基础教育公平满意程

度、公共基础设施公平满意程度、就业公平满意程度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大； 而公共医疗卫生公平满意程度、

公职人员廉洁满意程度、政府政务公开和公共信息透明度满意程度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小。 

结论三： 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保障、制度因素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个人健康状

况越好、工作经验越丰富、受教育年限越长、职称越高，选择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概率越高。其中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受教育

年限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大。物质资本（住房面积）越多，其分配公平满意度越高，但正向影响程度较小。社

会保障程度越好，居民选择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概率越高。在制度因素方面，中央国有企业、港澳台及外商企业分配公平满意度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两者正向影响程度较大。 

结论四： 户主年龄与分配公平满意度呈现倒“U 型”关系，家庭在职工作的人数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

究结果表明，男性对分配公平满意度低于女性、汉族居民对分配公平满意度高于少数民族居民、家庭人口数与分配公平满意度

负相关，但三者均不显著。户主年龄与分配公平满意度呈现倒“U 型”关系。家庭在职工作的人数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表明家庭劳动力越多，分配公平满意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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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启示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得到以下重要启示： 

第一，确保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是提高城镇居民分配公平满意度的重要途径。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起点公平、

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影响程度较大。因此，就起点公平而言，要保障城镇居民在参与

经济活动时，享有平等的权利，平等的参与机会和发展机会。实现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公共基础设施均等化， 保障劳动

者就业机会公平将有助于提高居民分配公平满意度。 

就过程公平而言， 要保障城镇居民在参与经济活动过程中， 按照公开公正公认的规则平等竞争。打破垄断、优化市场竞

争环境，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避免权力寻租和腐败、提高公职人员廉洁程度、提高政府政务公开和公共信息透明度，使权力

在“阳光”下运行，保障规则公平将有助于提高居民分配公平满意度。 

就结果公平而言， 要保障城镇居民在参与经济活动、平等竞争之后，获得正当的利益，付出与所得相符、贡献与收益相称。

提高城镇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和相对收入水平， 无疑是提高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政府应该努力营造一个经济

持续稳定增长的大环境， 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保障居民收入逐年均有所提升、收入与过去收入相比有所提高， 保障居

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将大大提高居民分配公平满意度。 

第二，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加物质资本积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提高城镇居民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有力举措。本文研究

结果表明， 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保障、家庭劳动力人数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社会保障、人力资本对

分配公平满意度正向影响程度较大。就人力资本而言，加大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对劳动者进行多样化的技能培训和在职培训， 

政府要加大公共健康投资， 特别是健身场所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健康投资向贫困地区倾斜，引导居民合理有效地进

行健康投资， 不仅可以改善城镇居民的人力资本，还可以增加其收入水平，提高分配公平满意度。 

就物质资本，如城镇居民的住房而言，建议对购入多套住房的纳税人提高税率， 避免投机者过度炒房，恶意抬高房价；对

低收入者首次购入的小面积、普通住房给予减税或免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以提高分配公平满意度。 

在制度因素方面， 由于中央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金融、烟草、石油、电信、航空、铁路、电力、燃气等垄断行业， 凭借

其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体现在收入分配方面，则表现为垄断行业比竞争性行业获得了更多的劳动报酬。一些地方政府

为了吸引境外投资者， 不仅承诺大幅度地减免税收， 而且给港澳台及外商企业许多超国民的优惠待遇，其职工收入相对较高。

因此，打破垄断、取消境外投资者超国民待遇，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提高居民分配公平满意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社会保障而言，建议开征社会保障税，取代现行社会保险筹资方式，打破地区、部门、行业间的条块分割，建立稳定、

可靠的基金筹措机制，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建议对于低收入者免征其社会保障税， 建立不分地区、

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和不分职业的全社会均能享受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员、疾病患者和其他低收入群体

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帮扶力度，确保居民能够体面地生存。 

（三）不足与展望 

本文实证分析中使用的问卷调查数据， 样本容量相对较少，在全省分布不均匀，这是其不足之处。如果能够扩大样本容量，

使得全省样本分布相对均匀， 将更具有代表性， 研究结论也将更加可信。由于调查问卷等方面的局限性，本文对起点公平、

过程公平、结果公平满意程度等方面的问卷设计可能还不够严谨， 居民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判断与评价的合理性有待进一步验

证。对于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从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户主个人及家庭基本特征、人力资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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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资本、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而对社会流动（如职业流动、教育流动和户籍流动）、社会资本、婚姻状态、户籍制

度等其他因素考虑较少， 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在以后的研究中通过新的经验资料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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